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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寇东晓  王晓玉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  高权力还是低权力的个体更能准确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这个问题在人际关系研究领域没有定

论。长期以来研究者认为, 高权力者的人际敏感性要弱于低权力者, 但近年来这一观点受到很多的质疑。研究

发现, 在特定情况下, 高权力者的人际敏感性可能强于低权力者。虽然目前为止两种“矛盾”的观点都有各自相

应的实证结论, 但缺乏理论上的系统解释。通过对当前权力与人际敏感性关系的争议进行梳理, 并以权力对认

知的影响为基础, 结合权力通过情绪和动机的作用, 整合形成权力的影响机制, 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诠释

已有的“矛盾”观点, 还可以由此明确未来从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出发进一步深入研究两者关系的方向。 

关键词  权力, 人际敏感性, 情绪, 动机, 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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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作为社会性动物, 与他人互动是基本的

生活技能, 来自他人的帮助更是生存的必要条件

(Trivers, 2017), 想要成功驾驭社会生活就需要准

确地认识和理解他人(Pril, 2017)。从日常的人际交

往, 到各种复杂的谈判, 我们都需要准确地理解

他人的行为、想法、情绪和感受。这是一种人际

能力, 在心理学中通常被称为人际敏感性 , 是指

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的准确判断, 包括对他人情绪

的识别能力、对他人语言、非语言信息的记忆能

力(Hall et al., 2006; Overbeck & Park, 2001), 以及

共情和观点采择能力(Pril, 2017)。 

个体的人际敏感性会受到多种社会心理因素

的影响, 权力是其中之一。权力通常被定义为个

体通过控制资源或施加惩罚来改变他人状态的相

对能力(Keltner et al., 2003)。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 

一般关注的是个体的权力感(Sturm & Antonakis, 

2014), 所以在实验中研究者会对个体的权力感进

行操控, 通过对比高低权力感的不同来探索权力

的影响。 

权力作为社会生活的必需品, 深刻影响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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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和社会生活 (Guinote, 2007a; Guinote, 

2017)。在社会生活中 , 特别是社会互动过程中 , 

权力扮演着重要角色(Gruenfeld, 2008), 已有研究

证实某项任务需要社会互动的程度越高, 权力对

其影响越大(Hildreth & Anderson, 2016)。而人际

敏感性这种社会互动中的关键能力, 权力的作用

已经不言而喻(Schmid Mast et al., 2009), 因此对

二者关系的深入探索是社会心理学界的热点议题

之一。而且, 随着研究的不断发展, 一些新的证据

对以往的研究结论提出了质疑, 对当前权力和人

际敏感性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更加多元化的理论

构想。鉴于此, 为了更清晰和深入地理解二者之

间的关系, 我们将从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的研究

文献出发, 发现目前存在的“矛盾”观点, 梳理当

中的作用模式, 尝试将二者关系在更深的理论层

面进行解释并由此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 

2  权力和人际敏感性的关系 

众多社会心理研究证实权力会影响人际敏感

性, 但是二者的关系存在争议, 很多研究得出了

“矛盾”的结论, 这也是本文要探讨其关系的主要

原因。综合以往研究发现, 当前的争议更多表现

在高低权力对促进和抑制人际敏感性的不确定性: 

一些研究支持低权力者拥有更强的人际敏感性

(Anderson & Berdahl, 2002; Fiske, 1993; Galinsky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1 期 寇东晓 等: 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109 

 

 

et al., 2006; Gonzaga et al., 2008; Paulmann & 

Uskul, 2017; Uskul et al., 2016; van Kleef et al., 

2008), 即权力降低人际敏感性; 而另一些研究则

相反, 认为高权力者的人际敏感性更强(Ma et al., 

2019; Overbeck & Park, 2001; Schmid Mast et al., 

2009), 即权力提升人际敏感性。矛盾和争议反映

了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复杂性, 下文我们将

对争议双方的研究证据进行梳理, 并探讨争议背后

的内在心理机制。 

对于权力降低人际敏感性的观点 , Galinsky

等(2006)的研究发现高权力者不愿意从他人的角

度看问题, 这可能会削弱其人际敏感性, 他们还

发现高权力者识别他人面孔情绪的能力更弱, 进

一步证实权力会降低人际敏感性。另外, 还有研

究者注意到, 个体的人际敏感性除了可以通过视

觉通道体现外, 也可以通过听觉通道, 比如对语

音韵律的识别来体现。语音韵律是语音中表达情

绪的部分, 如果权力不仅影响个体识别视觉通道

所表达的情绪, 而且还显著影响其对听觉通道表

达情绪的识别, 那么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将

得到更全面证据的支持。Uskul 等 (2016)以及

Paulmann 和 Uskul (2017)的研究为这一可能性提

供了证据。他们从语音韵律的感知角度探讨权力

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发现高权力者对一些语音

韵律的识别能力显著弱于低权力者。这一差别不

仅表现在识别语音韵律的准确性上, 也表现在识

别不同语音韵律时大脑 EEG 波形差异上, 进一步

证实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削弱作用。 

而对于权力提升人际敏感性的观点, 研究者

证实高权力者更容易发现处在困境中需要帮助的

个体, 对寻求帮助个体的共情能力也更强 , 体现

了高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促进作用 (Côté et al., 

2011)。但是该作用的发挥需要一些额外的条件, 

比如需要高权力者是他人聚焦而非自我聚焦的

(他人聚焦是指优先考虑合作伙伴的需要, 愿意花

费代价帮助合作伙伴, 在助人过程中体验到愉悦

的情绪 ; 自我聚焦是指关心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 

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考虑帮助他人(Gordon 

& Chen, 2013)), 或者具有亲社会倾向(Côté et al., 

2011), 亦或是共情取向的领导者 (Schmid et al., 

2009)等 , 在这些额外因素和权力的共同作用下 , 

高权力者的人际敏感性会变得比低权力者更强 , 

或者至少两者之间无差异, 所以其他因素会在高

权力促进人际敏感性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而这些

因素可能是造成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出现争议

的关键。 

3  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其他因素的作用 

为解决权力和人际敏感性研究结论的争议问

题, 研究者们开始关注影响二者关系的其他因素, 

以期更进一步厘清二者关系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

件。综合以往的研究, 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上文提

到的自我−他人聚焦、亲社会倾向以及共情−自我

中心取向的领导风格等(Côté et al., 2011; Gordon & 

Chen, 2013; Li et al., 2020)。这些变量的提出为澄

清权力与人际敏感性关系的争议提供了新的思路

和途径。以自我−他人聚焦为例, Gordon 和 Chen 

(2013)以恋人关系为研究对象证实了这一变量可

能在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中所起的调节作用：

在高自我聚焦时, 提升权力感会降低个体对伴侣

意图的理解能力, 而在高他人聚焦时, 权力高低

不会影响其对伴侣意图的理解能力。研究者认为

高他人聚焦的个体以他人为中心, 在社会交往中

倾向于关注他人, 因此权力所起的作用就被弱化

了。提到他人聚焦, 与其类似的概念是亲社会倾

向, 有研究者探讨了亲社会倾向对权力和人际敏

感性关系的影响, 证实了当个体处于高权力而非

低权力时, 具有亲社会倾向的个体能更准确地评

价合作伙伴的情绪, 这是因为他们想要去了解他

人的意愿, 而高权力则能够促使这种意愿表现出

来(Côté et al., 2011)。但是这一亲社会倾向的研究

结论与 Gordon 和 Chen (2013)的研究存在出入, 

可能是因为两个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不同, 前者

是恋人, 而后者是一般人群, 恋人之间的感知特

征不同于一般人之间, 所以在探讨权力和人际敏

感性关系时, 还需要关注研究选取的对象。 

由上文可知, 在其他变量的作用下, 权力和

人际敏感性的关系会呈现不同的结果。比如, 对

于高权力者, 一些研究得出他们具有更强的人际

敏感性, 而另一些研究的结论则完全相反。除了

高低权力与人际敏感性之间有复杂的关系, 不同

类型的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

Schmid Mast 等(2009)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他们考

察了领导风格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发现那些具

备他人取向领导风格的领导者人际敏感性更强 , 

控制组次之, 自我中心取向领导风格的领导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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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敏感性最差。但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效应也可

能并不是自我中心取向风格的权力降低了人际敏

感性造成的, 而是领导风格本身作用的结果, 因

为他人取向的领导者关心下属的想法, 能够对下

属有更敏锐的觉察, 相比于自我中心取向的领导

者, 其人际敏感性更强。当然, 这个结论还需要更

多的验证, 比如什么条件下自我中心取向的权力

会降低人际敏感性？低权力者, 如下属的人际敏

感性是否也会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有助于进一步解释清楚权力和其他因素的

相互作用。 

综上所述,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领域, 存在着

权力促进和抑制人际敏感性的两方面的研究证据, 

表明关于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的研究存在着矛盾

和争议。对于权力降低人际敏感性, 很多研究给

出了直接的证据, 但是对于权力提升人际敏感性, 

更多研究是在其他因素作用下得出的结论。因此, 

有必要梳理以往研究对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

理论解释, 发现已有理论解释中的问题, 整合相

关理论, 在整合理论的指导下, 寻找更普遍的实

证证据, 在此基础上尝试解决权力和人际敏感性

的争议问题。 

4  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的内在机制 

4.1  对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研究结论的解释 

对于权力与人际敏感性背后的复杂机制, 一

些权力有关的理论对其进行了解释: 权力的趋近

−抑制理论从信息加工的角度解释了权力对人际

敏感性的抑制模式, 认为高权力者倾向于采用刻

板印象式的社会信息加工方式, 这种信息加工方

式在对他人的情绪、语言以及非语言信息进行加

工时, 往往采取自上而下抽象的、启发式的加工

方式, 不会根据他人具体的信息, 比如当下的情

感反应以及心理状态, 对他人进行判断; 而低权

力者则与之相反, 他们采用非自动的、受控制的

方式处理社会信息, 其加工信息时更关注信息的

局部和细节特征, 如他人当下的情绪或者语言与

非语言信息。高低权力者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 , 

使他们在人际互动中呈现不同：高权力者花费的

认知努力更少, 而且权力越高, 这种与权力相关

的、刻板印象式的信息加工方式越显著, 从而使

其人际敏感性下降; 而低权力个体会以更加复杂

的方式加工人际间的信息, 也更加关注信息的细

节, 所以他们付出的努力也会更多, 人际敏感性

也会相应提高(Fiske, 1993; Keltner et al., 2003; 

Kossowska et al., 2016; Smith & Trope, 2006; 

Trope & Liberman, 2010), 这一理论可以从信息加

工的角度解释权力抑制人际敏感性的原因, 但却

无法从该角度解释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促进作用。 

权力提高引起的人际敏感性下降, 也有学者

从社会距离的角度进行了解释。Magee 和 Smith 

(2013)指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是不同的 , 这

使得个体对社会距离的主观体验出现差异。依赖

少、权力大的个体相对于依赖多、权力小的个体, 

其社会距离的主观感受会更大。社会距离理论认

为, 有权力的人较少关心他人的心理感受, 也较

少对他人的心理感受做出回应, 这是因为权力增

大了他们的社会距离感, 从而降低了他们关注他

人的动机。此外, 伴随着高权力引起的社会距离

主观感受的增大, 他们学习他人尤其是低权力者

的机会减少, 这使得高权力者在判断低权力者时

缺少经验 , 造成人际敏感性的下降 , 但是 , 社会

距离理论同样也无法解释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促进

作用。 

以上两种理论解释了权力降低人际敏感性的

机制。而对于权力提升人际敏感性, Schmid Mast

等(2009)也从权力的趋近−抑制理论出发进行了

解释。他们采取的视角不是直接的信息加工方式, 

而是个体的情绪体验在这一认知过程中的作用。

根据趋近−抑制理论 , 低权力更多诱发抑制型体

验 , 使低权力者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 , 相反 , 

高权力更多诱发趋近型的体验, 使高权力者体验

到更多积极情绪 (Keltner et al., 2003; Leach & 

Weick, 2018; van Kleef & Lange, 2020)。一些积极

的情绪在权力和人际敏感性之间起了中介作用 , 

这些情绪特指诸如自豪感、受到尊重等社会取向

的、和社会接纳相关联的情绪, 促进了对他人的

准确判断, 而那些与自己内在相联系的积极情绪

如愉快, 低焦虑等, 在权力和人际敏感性之间的

中介作用则没有那么强。所以研究者认为是非常

具体的积极情绪——感到自豪或者受到尊重——

部分地解释了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更强的人际敏

感性。而且, 一些研究也表明, 消极情绪可能会降

低个体的人际敏感性, 比如相比于中性情绪, 悲

伤情绪减弱了对面部表情的识别(Chepenik et al., 

2007)。至于积极情绪对高权力者人际敏感性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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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作用, 从其他一些心理学理论也可以找到借鉴, 

比如 Fredrickson (1998)提出的扩张−建构理论 , 

强调积极情绪可以拓展个体的注意以及行动范围, 

帮助个体建构身体、心理、智力以及社会资源, 给

个体带来积极影响。从扩张−建构理论出发, 我们

可以看出正是这种积极的情绪体验, 使得高权力

者在人际交往中采取更广泛的注意视角, 积极建

构自己的社会资源 , 因而具有更强的人际敏感

性。 

4.2  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有关机制的整合 

上述理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权力对

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但是其解释并不稳定 , 尤其

在加入其他影响因素后, 权力和人际敏感性的关

系会发生变化, 这已经在前文的论述中得到了证

实。所以仅仅从分散的理论进行解释, 并不能很

好地对权力与人际敏感性的关系作出预测, 还需

要从更深的机制层面来对已有的理论进行整合。

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 我们发现权力对个

体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以及其他变量在其中的调

节作用, 都是对个体的认知、情绪以及动机的影

响下发生的个体对他人的判断能力的变化, 因此

有必要以认知因素为基础, 同时考虑情绪和动机

在其中的作用, 进而整合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

响因素及机制。 

以认知因素为例, 前文提到,高权力个体人际

敏感性降低, 而低权力个体人际敏感性提升, 这

是因为权力对认知方式发生影响进而引起人际敏

感性的变化。有研究者提出研究权力的影响时 , 

需要考察情境因素所起的作用 (Guinote, 2017; 

Scholl & Sassenberg, 2022; Tost & Johnson, 2019), 

并且在考虑情境因素后, 发现在复杂的认知情境

中 , 高权力者启发式的信息加工方式更加灵活 , 

反而有助于更快、更准确地获取信息, 这种情况

下权力会促进人际敏感性(Guinote, 2007b; Schmid 

Mast et al., 2009; Scholl et al., 2017), 而低权力者

更加细节的信息加工方式则失去了优势(Smith et al., 

2008)。但在相对简单的认知情境中, 高低权力者

处理信息的优势和劣势会发生反转, 因为相比于

低权力者, 高权力者在简单的认知情境中更容易

将一些细节信息忽略, 导致出现刻板印象式的社

会信息加工方式, 从而降低了人际敏感性。可见, 

考虑影响人际敏感性的最基础因素——认知加工, 

将有助于对复杂的理论进行机制层面的解释。 

前文讨论了认知因素对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

系的影响, 然而认知不仅仅受到权力的影响, 也

受到不同情绪体验的影响, 进而情绪体验也可能

会对社会互动中的人际敏感性发挥重要影响。

Fredrickson (1998)提出的扩张−建构理论在一定

程度上为该现象提供了理论依据。该理论提到 , 

积极的情绪体验可以扩展我们的注意和认知范围, 

使我们以更加灵活的、全局的方式加工信息, 促

进对信息的记忆, 这一点与复杂情境中高权力对

个体认知的促进作用类似 , 因此 , 复杂情境中 , 

高权力个体的积极情绪体验会增强其对他人的判

断能力, 而低权力者消极的情绪体验则可能会削

弱其人际敏感性, 这一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

高权力者采用启发式抽象的信息加工方式, 而低

权力者采用具体的信息加工方式的可能原因。由

此, 我们可以看出, 权力感这种复杂的社会心理

因素也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情绪进而影响其认知, 

最终对个体的人际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 

另外, 动机也可能是影响权力和人际敏感性

关系的重要因素, 比如在真实权力关系中, 领导

和下属想要了解对方的动机是不同的, 这会对他

们的人际敏感性产生显著影响。一般情况下, 下

属比领导拥有更强的了解对方的动机, 因为这样

他们可以更加主动地发觉领导的意图, 这种主动

性帮助下属拥有更强的人际敏感性。而领导人际

敏感性低, 是因为他们并没有了解下属的强烈动

机, 如果下属不能敏锐地发觉领导的意图, 则很

可能因此承担代价 , 而领导则没必要为此担心

(Schmid Mast et al., 2009)。但如果是他人取向的

领导风格, 其领导特质会激发其关注别人感受的

动机, 从而使其比控制组和自我中心取向领导风

格者有更强的人际敏感性 (Schmid Mast et al., 

2009)。很显然, 通过引入动机进行解释, 就可以

一定程度上把以领导者和下属为例的权力与人际

敏感性之间的关系梳理清楚。 

不过, 要想理清动机在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

系中所扮演的角色, 还可以进一步扩展视角, 因

为动机因素有时并非单独发挥作用, 它还可能受

到情绪等因素的影响。比如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提

到, 经历积极情绪的个体, 更容易帮助那些处在

困境中的他人, 产生明显的利他动机(Isen, 1987)。

由此, 我们可以推测, 高权力者体验到的积极情

绪, 也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利他动机, 这促使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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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愿意去了解他人, 从而对他人的状态产生更加

敏锐的判断。 

总的来说, 当前学术界对权力和人际敏感性

关系的解释, 并不能消除二者之间的争议, 因为

不管是权力的趋近−抑制理论 , 还是权力的社会

距离理论, 都只能解释权力和人际敏感性之间的

一部分关系, 而要想全面地解释二者的关系, 则

需要将理论解释整合到更加普遍的机制上来。考

虑到这些具体的理论最后的落脚点都是权力引起

的个体认知、情绪或者动机的变化对人际敏感性

产生的影响作用, 所以本文已尝试从认知、情绪

以及动机等更为普遍的心理机制层面对理论争议

进行解释, 而且这一点也可以从以往的研究证据

中找到支持, 如 Schmid Mast 等(2009)提到, 同时

考虑认知、情绪、动机是探索权力和人际敏感性

关系的重要途径 , 因此 , 以上述三者为基础 , 对

影响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因素进行整合, 寻

找符合整合理论的实证证据, 以此对他们的关系

进行更加普遍的、准确的机制层面上的解释和预

测。 

5  小结与展望 

权力的高低会对人际敏感性产生不同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其他因素的作用下会变得更加复杂。

虽然已有研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 

也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解释, 但现阶段尚未真正

澄清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的理论争议。本文在前

人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权力影响人际敏感性的理

论争议, 尝试在认知、情绪和动机等基本心理机

制的层面上进行了解释, 为澄清权力和人际敏感

性研究的争议问题提供了思路, 但是这一解释目

前积累的研究证据并不多, 以认知、情绪和动机

作为基础寻求更多的实证证据将是解决理论间争

议的重要方向。  

综合以往的研究, 权力和人际敏感性的关系

主要受到两类因素的影响, 分别是个人因素(比如

自我聚焦还是他人聚焦)和社会因素(比如社会文

化背景), 未来的研究可以以两个因素为基础, 探

讨权力在这两个因素的影响下如何通过对个体认

知、情绪以及动机的作用进而影响权力和人际敏

感性的关系。就个人因素来说, 除了前文提到的

自我他人聚焦, 还有如权力和人际敏感性有关的

生物学基础, 对该领域问题的探讨目前尚处于起

步阶段; 就社会因素来说, 比如对特定群体中权

力与人际敏感性关系的研究还很少, 对文化背景

因素的关注也较少, 这些都可能影响个体的权力

进而影响其认知、情绪和动机, 造成权力和人际

敏感性关系的争议。所以未来的研究需要在这些

因素上进行整合, 并在整合的基础上寻求更多角

度和普遍性的实证证据, 从而解决权力和人际敏

感性的理论争议问题, 因此, 具体研究可以从以

下一些方面入手： 

以个人因素为例, 权力和人际敏感性的生理

机制可能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也可能是解决二者

理论争议的重要方向。对于权力的生理机制这一

层面, 现有研究已经发现不同的权力水平的确与

不同的神经激活模式相联系。比如启动了高权力

的个体其左侧前额叶表现出更高水平的激活

(Boksem et al., 2012), 而左侧前额叶是参与权力−

社会性动机加工的重要区域(Quirin et al., 2013), 

这一社会性动机可能对个体的社会认知过程产生

重要影响。关于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生理基

础, Paulmann 和 Uskul (2017)的研究可以为我们提

供初步的思路 , 该研究使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 , 

实现了一般的行为实验无法达成的目标。该技术

可以考察情绪韵律加工更加精细的阶段, 如感知

阶段(可以通过 ERP 的早期成分反映)和意义加工

阶段(可以通过 ERP 的晚期成分反映), 这正是权

力影响情绪认知的有效证据。考虑到权力和人际

敏感性关系的研究存在争议结论, 如果从更加精

细的情绪认知加工进程出发, 或许能对存在争议

的理论进行调整, 比如在感知和意义加工层面的

解释, 这样有助于我们考察情绪认知的神经基础, 

将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整合到认知视角上

来。此外, 动机视角也是解释权力和人际敏感性

理论生理基础的有效途径, Quirin 等(2013)发现权

力动机与左侧前额叶激活相关, 而归属动机与右

壳核/苍白球的激活有关, 证实权力动机和归属动

机确有不同的神经机制, 如果从动机的角度出发, 

或许也可以为争议的解决提供一定的思路：高权

力激活行为趋近系统, 而这种趋近行为是高权力

者想对他人施加权力的动机引发的趋近, 还是想

更多地了解他人的归属动机引发的趋近？显然 , 

后者会表现出更主动地认知加工行为, 体现更强

的人际敏感性, 如果通过脑成像技术获取高权力

者人际互动(人际敏感性任务)时的大脑图像, 从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第 1 期 寇东晓 等: 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 113 

 

 

而确定其激活的区域, 这一问题或许就能得到解答。 

考虑到社会因素对个体认知、情绪以及动机

的影响, 其通过权力而影响个体的人际敏感性也

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这些社会因素主要包括

特定群体内的权力关系以及个体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特定群体内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探讨, 

我们可以借鉴 Gordon 和 Chen (2013)的研究。考

虑到在日常生活中, 社会互动更多发生在具有特

定关系的人们之间, 对他们的权力和人际敏感性

关系的研究对我们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特定关系

群体内的权力特征, Laurin 等(2016)的观点也给我

们一定的启示：在亲密关系中, 高权力者的目标

可以得到有效地促进, 但低权力者的目标并未削

弱, 只是将自己的目标追求优先服务于高权力的

一方。特定关系中的低权力者会比高权力者更难

维护这种关系, 因此为了维护关系, 他们投入的

精力也会更多。而且, 在这种特定的关系属性的

作用下, 高低权力者维持关系的动机也可能不同, 

进而影响其对他人的认知结果。当然上述观点可

能只反映了一种情况, 但提示我们如果特定关系

中的权力和人际敏感性也存在争议, 那么这一特

定关系造成的社会认知方式、动机的改变都可能

是形成争议的原因。特定群体内部形成了不同的

权力等级, 而这些群体本身就存在特殊的人际关

系属性。这些特殊的权力和人际关系的作用模式

很可能对个体的认知、情绪以及动机等基本的心

理特征产生影响, 进而影响个体人际敏感性, 而

这方面的研究目前还很少。因此, 以社会认知为

基础, 同时综合考虑上述社会因素对个体认知、

动机和情绪的影响, 对特定群体内权力和人际敏

感性的关系进行探究, 是未来研究解决争议的重

要途径之一。 

文化背景也是影响研究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

系的重要社会因素, 虽然目前关注较少, 但其可

能在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或者

调节作用。一般情况下, 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普遍

性因素, 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情绪和动机, 进而

影响个体的权力和人际敏感性的关系。Magee 和

Smith (2013)从权力的社会距离理论出发, 认为社

会文化因素调节了高低权力者不同的社会距离感, 

他们认为相比于美国社会, 在诸如东亚这样的集

体主义文化氛围下, 个体更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 

权力被视为一种他人取向的关系, 可能这种趋近

他人的动机, 使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更愿

意去了解他人。结合他人取向的高权力者人际敏

感性更强的观点, 我们有理由推测, 在集体主义

文化下, 高权力者具有更强的人际敏感性。另一

方面, 文化对个体信息加工的影响也早已被学界

证实, 不管是自动的、全局的信息加工方式, 还是

受控制的、局部的信息加工方式, 都受到文化因

素的显著影响。可见, 如果考虑文化与权力的相

互作用, 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认知方式可能会

有很大的不同, 也会对人际敏感性产生重要的影

响, 这是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的地方。此外, 情绪

体验, 也是受到文化显著影响的个体心理特征。

前文提到高权力者可能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 , 

而这些积极的情绪体验会使他们具有更强的动机

去了解他人, 促进对他人的认知, 这一点也很可

能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比如集体主义文化和个

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在特定情境下的情绪体

验有何不同, 这一点如何与权力相互作用进而影

响个体的认知、动机, 进而影响人际敏感性, 也是

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最后, 虽然上文分开论述了个人和社会因素

对权力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

是, 在真实情境中, 个人与社会因素总是相互作

用, 从而对个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比如个

体的认知方式、情绪体验以及上文提到的自我−

他人聚焦、亲社会倾向等, 既受到个体因素的影

响, 也含有深刻的文化因素烙印。所以对于权力

和人际敏感性关系的研究, 需要考虑个人和社会

因素, 并在此基础上基于权力对个体的情绪、认

知和动机的作用机制, 以整合的视角, 在更具说

服力和更普遍的实证证据的支持下, 建立从根本

上解决理论间争议的理论, 从而推动这一研究领

域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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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wer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KOU Dongxiao, WANG Xiaoyu 
(School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regards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t is inconclusive to determine whether an individual with 

high power or low power could better understand the feelings or thoughts of others. For a long tim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eople with high (vs. low) power status exhibit lowe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However, this viewpoint has been challenged by more recent findings that under some circumstances, an 

individual with high power tends to have stronge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than those with low power. 

Although these two conflicting views are backed up by their empirical findings, there is still a dearth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in this context. An integrative cognitive framework which also involves emotions and 

motivations, is used to unveil the mechanism of how power exerts an influence 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t is hoped that the findings will not only help explain the contradictory views but also lead to future 

research examining individual and social factors involved in this issue. 

Key words: power,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emotion, motivation,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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